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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青年女性购房比例增加，打破了传统以
男性为主体的性别购买结构。论文基于性别角色视角，采用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数据，研究在社会转型和家庭少子化双重背景下，社会性别角
色变换对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影响机制。中国的工业化和性别平等政策增强了
女性的个体独立性，高等教育普及化增强了女性的职业和经济能力，少子化等
家庭结构变迁改变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财产分配格局，这些因素共同影响
了青年女性的住房获得。数据分析显示，个人和家庭禀赋对青年住房获得的影
响显著。在住房产权获得上，技术精英和高收入青年女性具有显著优势，“独生
子”和“独生女”具有优势，“非独生女”处于劣势，父辈教育程度和家庭人
均收入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个体和父辈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青年女性住
房资产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论文从社会变迁和角色变化的角度解释青年女性
购房现象，探究了住房市场变化的社会文化根源，建议政策制定者关注女性的
个体化住房需求，并建立更加平等的住房权益分配和继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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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传统东亚社会中，性别和家庭等级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背景
下被制度化，家庭资产在继承及归属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以男性为主导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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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平等状态（Ｐａｓｃａｌｌ ＆ Ｓｕｎｇ，２００７）。住房是家庭财富的重要象征，住房的性
别不平等程度最为严重（段塔丽，２００８）。住房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受传统性别劳
动分工和性别角色两个因素的影响。在传统性别劳动分工模式和“从夫居”的
婚姻居住模式影响下，女性被视为“男性经济支柱模式”的从属，在获得住房
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聂晨、薛嘉成，２０１９）。父权制社会中的家庭性别角色与
男性继承规范，导致女性在家庭住房资源代际传递时被“边缘化”（Ｋｅｎｎｅｔｔ ＆
Ｋａｍｗａｈ，２０１０）。中国住房资源占有的性别不平等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
住房市场化改革前表现为男性户主拥有房屋与宅基地的归属权和使用权（李小
云等，２００６），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则表现为房地产市场中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
购买结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包括与配偶联名的在内，
２０１０年我国女性住房拥有率比男性低２９ ２％。

近年来，男性作为购房市场主力的传统模式逐渐被打破，青年女性购房意
愿增强、购房比例上升。城市女性购房市场整体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单
身化、产权登记个人化现象，这种被称为“她需求”的女性购房现象引起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徐佩玉，２０１９）。贝壳研究院（２０２１）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购房
者中女性占比高达４７ ５％，女性购房者中２９岁以下的占比４８ ９９％，一、二线
城市女性购房比例逐渐趋同甚至超过男性。安居客（２０２０）调查数据显示，女
性购房者中近四成为单身，且多以个人名义购房。从现实与传统的冲突角度来
看，青年女性在购房市场异军突起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性别规范
体系中的男性住房保有形式和路径，引发了关于社会与家庭文化机制变化的讨
论（李丽梅、杨澜，２０２０）。现有的关于青年住房获得变化趋势的研究普遍采用
性别中性视角，住房的性别视角研究仍然被学术界所忽视。尽管已有研究对女
性住房获得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但对女性住房获得背后的社会性别文化机制仍
缺少讨论（聂晨、薛嘉成，２０１９）。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等重大社会变迁对“８０后”

和“９０后”等新生代的成长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受益于社会结构和家庭
结构变化，在自由、平等的社会氛围和富裕、丰富的生活环境中成长的“社会
代”，他们的自主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能够得到更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尊
重，性别角色观念更趋于平等（李春玲，２０１９）。在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
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性别分工与女性家庭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结构
变迁改变了住房等家庭财产分配格局。论文基于性别角色视角，利用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从社会变迁和角色变化两个维度探究青年女性住房获
得的影响机制，并尝试推动性别视角下的住房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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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女性住房获得影响机制变迁

（一）社会转型与性别分工变迁
社会转型不仅包含着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社会层面的城市化的变动，也意

味着文化层面的世俗化和观念层面的理性化的转换（刘祖云，２００６），这种全面
的结构性变动逐步瓦解了传统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壁垒，改变了女性传统的性别
角色观念。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社会对个体的性别角色期望和表现，使个体
理解、维持并强化性别身份认同，进而导致社会行为预期和规范的差异（卿石
松，２０１９）。
１ ． 劳动性别分工的改变与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
劳动的性别分工深受社会形态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传统的自然

劳动分工使男性在两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的劳动被限
制在家庭或私人领域，形成了传统“男耕女织” “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分工
模式（卿石松，２０１７）。这种男性拥有主导及支配权的一整套制度秩序、系统和
文化体系，限定了女性在社会、家庭、家族中的依赖性地位（Ｅａｇｌｙ，１９７８）。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条轴线上重塑
了影响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朱斌、李路路，２０１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社
会主义工业化需求下推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杨菊华，２０１９），
通过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教育、工作、政治活动乃至于日
常生活之中，如创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妇女解放话语和开展女性劳模运动以鼓励
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实现“去性别化”的劳动分工（高小贤，２００５）。政策环
境和性别分工的演变推动了两性权力关系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领域中
的父权制文化形成了冲击（金一虹，２０１０）。女性逐渐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
域，参与以往被男性所控制的高技术含量和高薪工作，开始摆脱服从于男权的
“客体”身份和“他者”身份，具有更平等的性别意识和独立的个体化意识
（吴小英，２００２）。
２ ． 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女性职业和经济能力的增强
长期以来，女性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的弱参与性和弱竞争性，导致了性别收

入差距悬殊现象的产生，限制了“妇女的福利及其对生活的驾驭能力”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９３）。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高等教育的扩张，中国女性受教育
程度显著提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女性在本世纪前１０年内上升了１３％ （第
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组，２０１１）。中国高校学生中女生占比５８％，接受

·７５·

社会变迁、角色变换与城市青年女性住房获得◆



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位列世界第一，已经逐步迈向“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１）。学历层次提升是女性经济实力上升的重要因素，
研究显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男性（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０４），高学历女性
更有能力挑战传统性别分工，规避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２００５）。
３ ． 婚姻关系弱化与婚姻制度功能性的减弱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传统家庭结构受到严峻挑战，独居、不育、离

婚、单亲、同居等各种婚姻形式构成的多样化家庭占比逐渐上升（托夫勒，
２００６）。中国的婚姻制度、婚育、情感和性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对于双系抚
养、保障性关系和生育合法性的制度功能性逐渐弱化（唐灿，２００５）。民政部发
布的《２０２０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的结婚率呈连续下降之势，
初婚年龄普遍推迟，“８０后”“９０后”“００后”单身女性增多，除被动不婚外，
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独身或晚婚。出于对自身主体性的追求，以及对因婚姻破
裂而导致的女性丧失住房产权的现象的规避，越来越多的未婚女性通过婚前置
业，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提供保障。

（二）生育政策与女性家庭角色变换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规模和子代性别结构具有重要影响，也促使女性的家

庭角色发生深刻变化。
１ ． 家庭少子化与代际关系重心下移
家庭少子化是第一次人口转型的重要特征，教育的高投入使得养育子女的

成本逐渐上升，夫妻基于理性的考虑会选择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以达到家庭利
益的最大化，人口变化趋势表现为人口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左右（於嘉、谢
宇，２０１９）。人口政策亦是造成家庭少子化的原因之一，生育政策通过“控量－
提质”逻辑，作用于家庭外在结构和内在结构，使其呈现出家庭代数减少、子
女数量锐减、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生命周期后移等多重特性（杨菊华，２０１７）。
国家统计局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规模从１９８１年的４ ６１人降至
２０２０年的２ ６２人。少子化现象进一步强化了子女的珍贵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传统家庭的敬老伦理和代际交换模式。在中国传统价值和现实生活的共同作
用下，亲子赡养关系并未从反馈模式让位给接力模式，而是形成了家庭代际关
系重心下移的代际权利义务失衡的代际模式（马春华等，２０１１）。这种模式主要
表现为家庭关系由“敬老”转向“重小”，由重赡养向重抚养模式流变（费孝
通，１９８３），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向从原来的向上流动逐渐转变为向下流动。

下行亲子抚养关系的强化推动了养育模式从“散养”转向“精养”，依据
“资源稀释理论”，同胞规模数的减小使家庭预算约束得以缓解，提升了子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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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家庭资助水平（蔡禾、黄建宏，２０１３）。父母基于对子女获得高学历的期
待，不断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发布的《中国家庭发
展报告２０１４》显示，９０％以上的父母期望子女受高等教育。受中国传统养育观
念影响，父代视帮助子代购房与完婚为人生目标和代际义务，竞相增加对子女
的住房资助，以提高其子女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Ｓｈ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从情
感角度而言，家庭少子化增强了亲子间的情感依赖性，父母基于对“协商式亲
密关系”的期待，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代际互助”，为子女提供包括现金资助和
房产继承等各种形式的住房支持，甚至成为整个过程的发动者（钟晓慧、何式
凝，２０１４；王晶、杨小科，２０１７），从而显著提升了青年女性在住房获得过程中
的父代资助水平。
２ ． 子女唯一性与传统性别偏好弱化
多子女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存在向男性倾斜的性别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出对传统性别规范的认同与遵从（魏钦恭、张佳楠，２０２１）。计划生育政
策推行后，城市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子女的唯一性缩减了父辈对子女投资
的性别选择空间，独生女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计划生育
政策的影响下，家庭传统性别偏好弱化的变迁模式呈现出以“被迫”为契机，
渐向“自发”和“自觉”式演变的态势（郑筱婷、陆小慧，２０１８）。计划生育
政策以独生女家庭的形式打破了父母培养子女过程中重男轻女的桎梏与性别刻
板印象，改变了父母对女儿的角色期待，他们将原本寄予儿子的期望全都转向
女儿，并鼓励女孩追求与男子相同的目标（Ｔｓｕｉ ＆ Ｒｉｃｈ，２００２），如希望女孩在
性格上自强、有主见，在生活上兼顾家庭和事业，在教育期望上拥有尽可能高
的学历层次（张艳霞，２００６）。女孩可获得的受教育机会显著提高，性别间教育
不平等呈现降低趋势（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

家庭结构和婚姻居住模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家族中男性具
有家族住房财产“全面的继承期待权”，女性被排斥在财产继承的范围之外的代
际交换模式（Ｋｅｎｎｅｔｔ ＆ Ｋａｍｗａｈ，２０１０）。女儿在家庭代际传承中的功能性角色
不断强化，开始越来越多地担负家庭实际的赡养责任和义务，并在原生家庭的
经济、资源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唐灿等，２００９），逐渐获
得了家庭话语权与较高的家庭地位。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２０１１）研究表明，传统的男孩家庭效用开始向女孩扩展，家庭资源分配的性别
差异逐渐弱化并出现性别平衡趋势①，女性的家庭角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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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城镇人口中，赞成“在儿女都尽到赡养
义务的前提下，女儿应该与儿子平等继承父母财产”的人数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４ ６％上升至２０１０
年的７６ ３％。



（三）作为经济独立和资产传递的女性住房获得路径
在性别分工变迁与女性家庭角色变换的背景下，青年女性主要通过两种路

径获得住房：住房资产重要性驱动下的女性独立购房，家庭支持集中和性别偏
好弱化后基于家庭资产传递的女性住房获得。
１ ． 住房资产重要性驱动下的女性独立购房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日益显著，城镇用地紧张和

房价快速上涨，住房在居住属性基础上衍生出了投资（商品）属性（Ｃｌａｒｋ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过去２０年来，中国城镇房价的上涨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尽
管政府多次进行房价调控，但未能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反而出现“越调越涨”
的现象，这使居民形成了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住房也成为城市居民最具投资
价值的商品之一（吴开泽，２０１６；杨小科、王晶，２０１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
查统计司发布的《２０１９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２０２０年年末
住房资产占我国家庭总资产的比例超过７４％，住房成为影响城市居民财富积累
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魏万青、高伟，２０２０）。

随着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住房逐渐成为青年获得城市户籍的“硬标准”和
扎根大城市享受公共服务的必备条件，凸显出住房的权利和归属属性（吴开泽、
魏万青，２０１８）。不同类型和条件的房屋产权所附着的生活便利程度、公共服务
权利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社会对住房的认同开始从经济资本扩展到符号资本，
甚至成为青年衡量地位差异的重要标志（闵学勤，２０１１）。在城市户籍权利与住
房产权挂钩的制度顽固存在等因素影响下，房屋所有权已被广泛视为一种社会
规范或刚性需求（Ｗａｎｇ，２０１８）。

伴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深入，个体的教育水平、经济能力等个人禀赋因素对
住房资源获得的影响日渐凸显（杜本峰、黄剑，２０１４）。婚姻关系弱化和女性
单人户的比例上升促成了新的住房需求，性别分工变化以及女性经济能力的增
强则为女性住房获得积累了物质基础。经济独立为女性住房获得积累了物质基
础，她们能够在住房购置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性和投资决策话语权（王
善高等，２０１９）。独立购房让青年女性通过投资房产更深度地参与经济活动，享
受经济发展收益和附加在住房产权之上的公共服务权利。
２ ． 家庭支持下的女性住房获得
随着城市房价持续性上涨，城市青年越来越面临着住房可支付性的巨大挑

战（Ｙａｎｇ ＆ Ｃｈｅｎ，２０１４）。新就业青年女性从市场中获得财富和进行经济积累
的时间较短，家庭禀赋成为女性获得住房资源的重要影响因素（吴开泽、魏万
青，２０１８）。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量”降低了家庭资源的稀释程度，家庭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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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在青年住房资源获得过程中的作用力不断增强并逐渐大于自致性因素（谌鸿
燕，２０１７）。家庭集中力量汇集资源支持子代购房，使得“房价收入比”“房屋
租金”等房价衡量指标在中国失效（孙立平，２００７）。房价飞涨与购房低龄化
的现实情境印证了“住房啃老”现象的普遍化，加剧了青年群体住房获得中的
先赋性不平等（Ｉｚｕｈａｒａ ＆ Ｆｏｒｒｅｓｔ，２０１３；蔡禾、黄建宏，２０１３）。现有城市青年
住房调查数据显示，约１ ／ ３的城市青年依靠父母资助解决住房问题（风笑天，
２０１１），９８５高校毕业生中有６８％需要依靠父母实现“住房梦”（朱迪，２０１２）。
一线城市中父母资助青年购房的比例更高，广州“８０后”家庭资助购房的比例
为６４ ６５％，如果把两代人共同拥有的住房视为家庭资助，家庭资助购房的比例
达到８０％ （吴开泽，２０１６）；北京市青年有８０％在购房时获得了父母的支持，
其中２８％由父母全额购置，５２％在父母的支持下偿还房贷（杜本峰、黄剑，
２０１４）。

“下行式”的代际资源分配增加了青年女性能够获得的家庭资源投入，独生
女家庭结构是她们获得以住房为代表的家庭财富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子女的
唯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男性系代际传承模式，压缩了代际间配置资
产的性别选择空间，女儿获得了附属在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之上的家庭财产
继承权。父母通过支持首付、直接提供住所、购买家具甚至给第三代购买保险
等方式资助女儿购房。有研究显示，通过“父母资助”实现第一套住房的独生
女比例比非独生女高１２ ４５个百分点（钟晓慧，２０１５）。在住房成为家庭资产象
征的背景下，独生女能够获得更集中的家庭经济支持，住房资源获得逐渐去性
别化，房产市场中女性的购置需求日益凸显。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论文采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选

择城镇地区的青年调查样本为研究对象，分析青年女性住房资源的获得情况。
综合父母可能出于对房产投资或家庭财富代际传递的考虑为未成年子女买房，
以及年满１６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成为户主的法律规定，论文将
１６ ～ ３５岁的群体界定为青年。合并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个体和家庭数据，
采用列删方法删除相关变量缺失值，剩余样本为６６６１份。

（二）研究变量
因变量包括住房产权与家庭人均住房资产。住房产权是根据当前住房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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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证上是否有受访者的名字（无论是否联名），分为“有住房产权”与“无住
房产权”两类。家庭人均住房资产为家庭住房资产净值除以家庭人口数。

自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禀赋和家庭禀赋两个维度。个人禀赋因素操作化为教
育程度与职业类型。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
上四类。职业类型分为无业人员、普通工人、办事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
人员五类（将职业ＣＳＣＯ码转为ＩＳＣＯ８８编码）。家庭禀赋因素操作化为独生子
女属性、父辈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独生子女属性分为独生子女和
非独生子女。父辈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
四类，选择父母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一方。世代分为“８０后”和“９０后”，考虑
到“００后”样本整体年龄较小，将１９９０年以后出生的样本统一划分为“９０后”。

（三）模型和方法
首先，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住房产权获得，该模型的公式为：

ｌｎ ｐ（ｔ）
１ － ｐ（ｔ）＋ ｂ１ ｘ１ ＋ ｂ２ ｘ２ ＋…＋ ｂｋｘｋ （１）

式（１）中，ｘ１，…ｘｋ是一组解释变量，ｂ１，…ｂｋ是每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回
归系数。

其次，由于较大比例城市家庭的住房资产为零，约占总样本的１６％ （１０６５ ／
６６６１）。住房资产变量属于非正态分布的受限因变量，考虑到样本选择性偏差的
影响，采用广义Ｔｏｂｉｔ模型分析人均住房资产（周华林、李雪松，２０１２）。该模
型的公式为：

ｙ ＝ ｍａｘ（０，β′ｘｉ ＋ ｕｉ） （２）
式（２）中，ｘ ｉ是解释变量，β是对应的系数。为分析组间系数差异，在分

组回归后对需要进行组间比较的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了基于似无相关模型ＳＵＲ的
Ｓｕｅｓｔ检验（连玉君、廖俊平，２０１７）。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

定类变量 变量名称
及分类

全体样本
百分比（％）

男性样本
百分比（％）

女性样本
百分比（％）

个人住房产权
无住房产权 ８９ ９９ ８８ ４０ ９２ １５

有住房产权 １０ ０１ １１ ６０ ７ ８５

性别
男性 ５７ ６６

女性 ４２ ３４

户籍状态
城镇 ３５ ８８ ３３ ５８ ３９ ０３

农村 ６４ １２ ６６ ４２ ６０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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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类变量 变量名称
及分类

全体样本
百分比（％）

男性样本
百分比（％）

女性样本
百分比（％）

地区
西部地区 ２２ ６４ ２２ ４２ ２２ ９４

中部地区 ２８ ６６ ２９ １８ ２７ ５７

东部地区 ４８ ７０ ４８ ４０ ４９ １１

婚姻状态
有婚姻经历 ３７ ３７ ３８ ８３ ３５ ３７

无婚姻经历 ６２ ６３ ６１ １７ ６４ ６３

世代
“８０后” ３５ ５４ ４０ ３１ ２９ ０１

“９０后” ６４ ４６ ５９ ６９ ７０ ９９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４２ １６ ４６ ５６ ３６ １２

高中／中专 ２４ ５０ ２３ ２０ ２６ ２８

大专 １７ ６９ １６ １８ １９ ７４

本科及以上 １５ ６６ １４ ０４ １７ ８６

职业类型

无业人员 ３４ ５９ ３５ ５５ ３３ ２７

普通工人 ４１ ２４ ４３ １２ ３８ ６７

办事人员 ６ ６５ ６ ２７ ７ １７

管理人员 ４ ４４ ５ ４９ ３ ０２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３ ０８ ９ ５７ １７ ８６

独生子女属性
非独生子女 ６６ ２７ ６２ ７６ ７１ ０６

独生子女 ３３ ７３ ３７ ２４ ２８ ９４

父辈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７１ ７８ ７２ ８２ ７０ ３５

高中／中专 ２０ ９４ ２０ ６０ ２１ ４１

大专 ５ ２７ ５ ０７ ５ ５４

本科及以上 ２ ０１ １ ５１ ２ ７０

连续变量 全体样本
（均值／标准差）

男性样本
（均值／标准差）

女性样本
（均值／标准差）

年龄
２４ ９７ ２５ ５５ ２４ １８

（５ ０３） （５ １４） （４ ７７）

年龄平方／ １００
６ ４９ ６ ７９ ６ ０７

（２ ５３） （２ ６２） ２ ３５

家庭人均收入
对数（万元）

９ ８４

（１ ０２）
９ ８７

（１ ０１）
９ ８０

（１ ０３）
家庭人均住房
资产（万元）

１５ ９４

（３８ ２０）
１５ ５２

（３７ １４）
１６ ５１

（３９ ０）
样本量 ６６６１ ３８４５ ２８１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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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描述性分析
表１分性别描述了样本的社会人口特征。在个人禀赋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

的女性和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女性占比均高于男性。青年住房产权拥有率存在
明显的性别差异，青年男性住房产权拥有率为１１ ６％，女性住房产权拥有率为
７ ８５％。初中以下学历青年住房拥有率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随着学历层次的
提升，青年住房产权拥有率性别差距显著减少［如图１ （ａ）所示］。在拥有住
房产权的女性群体中，未婚女性的平均年龄低于已婚女性［如图１ （ｂ）所示］，
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女性选择在婚前购置房产，而非仅仅通过婚姻与配偶共同
拥有房产。

（ａ）性别和学历的有房比例 　 　 （ｂ）有房女性的年龄和婚姻状态
图１　 住房产权获得状况的性别与婚姻状态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模型结果分析

实证分析部分主要考察个人禀赋因素和家庭禀赋因素对青年住房产权与资
产累积的影响，使用分性别样本回归模型进行性别异质性分析，以解释青年女
性的住房获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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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青年女性住房产权获得机制的分析
青年的住房产权获得受到户籍制度与世代的显著影响。在房价快速上涨的

环境下，“９０后”在住房产权获得方面存在明显劣势，房价上涨对女性住房产
权获得的负向影响更大。表２模型３则显示，年龄对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影响
系数显著为负，这反映年轻女性在住房获得上更具优势，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
她们购房时很可能获得了家庭支持。全样本模型显示，城镇户籍青年住房获得
的优势明显，优比是１ ２倍（ｅ０ １８９）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样本模型显示，城
镇青年女性住房产权获得影响系数大于男性。

全样本模型显示，高学历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上具有显著优势，本科及以
上学历组回归系数为０ ３９８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样本模型显示，高学历男性
住房产权获得的优势显著，学历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不显著。学历对女
性住房产权的影响受到职业变量的调节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回归模型未引
入职业类型变量的情况下，教育程度变量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加入职业类型变量后，本科以上学历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职业类型对
女性住房产权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技术精英女性组的影响系数为０ ５９２且通过
显著性检验，反映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在住房产权获得上具有明显优势。学历
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女性的就业竞争力，缓解女性在就业地位和劳动力市场
上面临的性别歧视（刘泽云，２００４）。高学历也有助于女性获得专业技术类职
位，促进女性实现经济独立与住房自有。

家庭禀赋对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显著。独生子女属性变量显示，子代
唯一性对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住房产权获得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全样本模型中
独生子女性别属性变量影响系数显示，非独生子住房产权获得的系数为０ ２７５
且在０ ０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独生女和独生子的系数分别为０ ６８１和１ ０５１，
均在０ 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反映四类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上具有明显的层
级特征，即“非独生女”的住房产权获得处于劣势， “独生女”和“独生子”
在住房产权上具有优势。独生子女住房产权优势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意味
着独生子女家庭资源稀释程度较低，在“子女唯一性”的结构性约束之下，父
母在为子女住房投资时的性别选择空间较小，独生女作为唯一的代际互动对象
能够获得更多的来自家庭的资助。

表２模型３显示，在控制了独生子女属性等变量的基础上，父辈学历层次对
男性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显著，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不显著，但随着父
辈学历层次的提升，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系数由负转正。家庭收入是青年住房获
得的重要影响因素，女性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系数为０ ２８５且在０ ０１的统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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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男性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反映高收入
家庭中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优势明显，家庭收入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大
于男性。父辈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对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差异
性影响，反映了父辈对子女家庭角色的期待和财产继承规划的性别差异仍然存
在。在婚房普遍由男方购买的中国传统观念中，父辈会将为儿子购买婚房视为
增强子代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的重要筹码，尤其是高学历的父辈更重视通过
资助儿子购房，以实现资产代际传递。因此，在传统性别偏好和家庭预算约束
的共同作用下，家庭资源在代际转移时会优先考虑男孩需要（郑磊，２０１３），只
有当高收入家庭成本预算限制得到缓解时，女儿才能获得在满足男孩需要之余
的家庭资源的支持。

表２　 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全样本 男性分样本 女性分样本

世代（“８０后”为参照）
　 “９０后” － ０ ３１３ － ０ ２３９ － ０ ３７７

年龄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９０ － ０ ３５２

年龄平方 ０ ２０５ － ０ ０５７ ０ ８１５

有婚姻经历（无婚姻经历为参照） ０ ６２２ ０ ５４９ ０ ７７５

城镇户籍（农村户籍为参照） ０ １８９ ０ １４６ ０ ２２４

地区（西部地区为参照）
　 中部地区 － ０ ４１３ － ０ ４４３ － ０ ３９８

　 东部地区 － ０ ３６０ － ０ ４４０ － ０ ２６９

个人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中专 ０ １７０ ０ １１２ ０ ２５８

　 大专 ０ １６９ ０ ２６５ ０ ０１１

　 本科及以上 ０ ３９８ ０ ４３８ ０ ３５１

职业类型（无业人员为参照）
　 普通工人 ０ ３１８ ０ ３５６ ０ ２０８

　 办事人员 ０ １２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７

　 管理人员 ０ ３１３ ０ ３０８ ０ ３６４

　 专业技术人员 ０ ３８３ ０ １０６ ０ ５９２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为参照） ０ ７７０ ０ 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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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全样本 男性分样本 女性分样本

独生子女性别属性（非独生女为参照）
　 独生女 ０ ６８１

　 非独生子 ０ ２７５

　 独生子 １ ０５１

父辈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中专 － ０ １２９ － ０ ０７９ － ０ ２５３

　 大专 ０ ２１４ ０ ４７０ － ０ ３６６

　 本科及以上 ０ ４５２ ０ ６５３ ０ ２２４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０ １５３ ０ １０４ ０ ２８５

　 系数 － ４ ７５７ － ５ ６２７ － ２ ４５８

　 样本量 ６６６１ ３８４５ ２８１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９１８ ０ １３７８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青年女性住房资产的差异分析
青年群体住房资产的世代差异明显，全样本和分样本模型均显示，“９０后”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反映房价快速上涨导致购房“门槛”不断提高，“９０后”
需要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财富累积才能购房。年龄和年龄平方对青年男性住
房获得的影响均不显著，年龄对青年女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平方呈显著正
向影响，这反映随着年龄增长，青年女性的住房资产累积呈现“Ｌ形”趋势。

个人禀赋对青年住房资产的作用力显著。表３全样本模型显示，高学历群体
与职业精英的住房资产优势显著，分样本模型显示，男性办事人员与管理类精
英的住房资产累积优势明显。学历提升对女性的住房资产累积具有正向影响，
随着学历层次提升，女性组的影响系数由负向不显著转变为正向显著。教育作
为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途径，对女性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庭禀赋因素影响系数显示，高收入和高学历家庭的青年女性更容易获得高价
值的住房。全样本模型统计结果显示，非独生子的系数为负，“独生女”和“独
生子”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样本模型显示，“独生子”与“独
生女”影响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父辈高学历的青年女性住房资产累积优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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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随着父辈学历层次从高中／中专提升至本科及以上，女性组的影响系数由不
显著转为在０ 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父辈学历提升对女性住房资产累积带来的
边际效应大于男性。家庭收入提升对青年住房资产累积影响显著，分样本模型
显示，其对女性住房资产累积的影响大于男性，家庭收入每提升一个单位，女
性住房资产比男性多提升２ ０８８个单位（７ ９４２ － ５ ８５４）。由此可见，“男性优
先”的家庭资源分配原则和家庭经济能力共同影响了青年子女的住房资产，家
庭人均收入的提升对子女住房资产的影响呈现显著性别差异。当家庭收入提升
后，女性获得了原本向男性倾斜的住房资源，从而呈现出比男性更高的边际
效应。

表３　 人均住房资产的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全样本 男性分样本 女性分样本

世代（“８０后”为参照）
　 “９０后” ９ ８６７ ９ ８０４ １１ ２０９

年龄 － ０ ８１４ ０ ４７０ － ３ ２５３

年龄平方 ３ ４５３ ０ ４８９ ９ ６０３

有婚姻经历（无婚姻经历为参照） － ６ ６６４ － ６ ０３２ － ８ ６５３

城镇户籍（农村户籍为参照） ２ ４０２ ３ ０３５ １ ３５９

地区（西部地区为参照）
　 中部地区 － １ ９７０ － １ ５５２ － ２ ２１４

　 东部地区 ５ ４１５ ３ ９５９ ７ ２３５

个人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中专 ０ ５６２ ２ ３６９ － １ ８６６

　 大专 ３ ２９０ ２ ８９４ ２ ８６９

　 本科及以上 １３ ２５９ １７ ８４７ ７ ０５３

职业类型（无业人员为参照）
　 普通工人 ２ ４１２ ３ ２１３ ０ ５７５

　 办事人员 ８ ４８５ ９ ９７２ ５ １８４

　 管理人员 ８ ７０５ １１ ３２６ ２ ５３９

　 专业技术人员 １ ４６６ － １ １５５ ２ ３３２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为参照） ２ ２５９ ２ ６７７

独生子女性别属性（非独生女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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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全样本 男性分样本 女性分样本

　 独生女 ２ ５０８

　 非独生子 － ０ ５２６

　 独生子 １ ４０８

父辈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中专 １ ４０９ － ０ ０５６ ３ ３４６

　 大专 ３ ６４１ ３ ２３９ ３ ６１９

　 本科及以上 １５ ２３４ １０ ６８０ １８ ８３２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６ ７８９ ５ ８５４ ７ ９４２

系数 － ７０ ２９６ － ７５ ０５６ － ５８ ５６６

ｓｉｇｍａ系数 １５８０ ３２８ １４９１ ６４３ １６８２ ２５６

样本量 ６６６１ ３８４５ ２８１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１３８

对数似然值 － ２９４５０ ３７ － １６９０４ ４０８ － １２５２２ ２５６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住房的机会和价值嵌入于结构化和制度化的性别关系之中，性别角色分工
变迁与住房获得的性别分化有密切关系。论文基于性别角色视角，利用ＣＦＰＳ数
据考察社会转型和角色变化对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影响。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型
对青年女性的生命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动性别分工变迁重塑了性别观念，
高等教育扩招、婚恋和性观念的变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和子
女养育方式的改变等重要事件交织于她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中，形塑了更为平等
和独立的女性角色。房地产市场中青年女性购房比重增加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
生的。一方面，社会转型改变了劳动性别分工，女性能够通过劳动参与实现经
济独立，进而形成独立、平等的性别意识。经济独立使青年女性能够在住房购
置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性和投资决策话语权（王善高等，２０１９）。另一方
面，人口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代际关系重心下移，降低了家庭资源
的稀释程度，使子代在住房资源获得过程中能得到更集中的家庭支持。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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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性使父母对女儿的期待发生了较大转变，青年女性的家庭角色发生了本质
变化。这使得家庭资产代际分配的“偏好系”发生了移动（魏钦恭、张佳楠，
２０２１），住房产权获得逐渐去性别化，房地产市场中青年女性购房需求增长。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住房产权与住房资产获得存在
显著的群体性差异，女性在住房产权获得和住房资产累积上均处于弱势。个体
经济能力和家庭资助是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主要路径，个体经济能力对女性住
房产权获得具有更强的边际效益，家庭收入提升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与住房资
产累积的正向效应都显著大于男性。个人禀赋提升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有正向
效应，意味着女性能够依靠后天努力克服住房获得的性别劣势，实现住房产权
从无到有的跨越。家庭因素是住房产权与住房资产性别分化的主要原因。独生
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是解释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关键机制。独生子女
与非独生子女在住房获得优势上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囿于传统性别偏好与家
庭结构，非独生女性处于最劣势地位。在市场化改革以后，住房选择行为往往
属于家庭行为，家庭成员尤其是父辈所拥有的资本会共同作用于青年住房获得，
独生女家庭的出现显著提升了女性的住房获得优势，因为独生女的唯一性使其
从父辈那里获得了更多的住房支持。

新时期青年女性独立购房的社会现象，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住房政策的
调整具有政策意涵。长期以来，住房政策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将住房视为家庭
成员共同的居住空间和资产，女性的家庭角色使得她们在住房财产的继承和分
配上处于弱势地位。婚恋观念变化促成了家庭形式的多样化，独生子女政策重
塑了女性的家庭角色，这提示住房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加关注个体化需求。当前
大城市的购房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对非本地户籍的单身居民要求较为严格，这
项政策忽视了单身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的家庭角色转换。在购房政策和住房保
障政策中考虑单身青年的刚性购房需求，有助于青年女性在城市安居乐业。随
着中国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型，未来的住房政策应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独生女
家庭角色的转变，从而更好地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住房和资产继承的问题。青
年女性独立购房现象改变了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购房行为，这对中国城乡现行
的住房权益分配制度和房产继承制度形成了冲击。近年来，城市郊区和农村
“外嫁女”在拆迁安置补偿和宅基地住房权益等方面的问题屡受关注。面对家庭
少子化、女性家庭角色和婚恋观念等家庭领域的新变化，管理部门未雨绸缪、
做好预判并非为时尚早。

关于青年女性购房现象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我国住房调查数据较少关注性
别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关于女性住房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高质量数据仍相对缺
乏，系统考察女性住房获得路径的变化需要更具针对性的追踪数据，以精准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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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国青年女性的住房获得路径。与此同时，随着“全面三孩”政策的实行，
女孩是否会因为同胞数增加，失去作为唯一子代而获得的家庭住房资源支持的
机会，需要进行更广泛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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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ｓ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１８２ － ２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闵学勤（２０１１）． 空间拜物：城市青年住房消费的仪式化倾向． 中国青年研究，１：３６ － ４１．
Ｍｉｎ，Ｘ． Ｑ．（２０１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Ｗｏ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Ｙｏｕｔｈ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ｏｕｔｈ
Ｓｔｕｄｙ，１：３６ － ４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聂晨、薛嘉成（２０１９）． 性别视角下青年女性住房路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问题，９：１０２ － １１１．
Ｎｉｅ，Ｃ．，＆ Ｘｕｅ，Ｊ． Ｃ． （２０１９）．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９：１０２ － １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卿石松（２０１７）． 性别角色观念、家庭责任与劳动参与模式研究． 社会科学，１１：９１ － １００．
Ｑｉｎｇ，Ｓ． Ｓ． （２０１７）．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９１ － １０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卿石松（２０１９）． 中国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性别角色观念的经验分析． 社会学研究，１：１０６ －１３１．
Ｑｉｎｇ，Ｓ． Ｓ． （２０１９）． 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０６ － １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立平（２００７）． 高房价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新远见，９：１２４ － １２７．
Ｓｕｎ，Ｌ． Ｐ．（２００７）． Ｈｉｇｈ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９：１２４ － 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灿（２００５）． 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浙江学刊，２：２０２ － ２０９．
Ｔａｎｇ，Ｃ．（２００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２０２ － ２０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２００９）．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社会学研究，
６：１８ － ３６．
Ｔａｎｇ，Ｃ．，Ｍａ，Ｃ． Ｈ．，＆ Ｓｈｉ，Ｊ． Ｑ． （２００９）．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１８ － 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晶、杨小科（２０１７）．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２：１４０ － １５５．
Ｗａｎｇ，Ｊ．，＆ Ｙａｎｇ，Ｘ． Ｋ．（２０１７）．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１４０ － １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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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高、周应恒、严斌剑（２０１９）． 经济独立对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经济与管理研究，４０（２）：
１１１ － １２２． 　
Ｗａｎｇ，Ｓ． Ｇ．，Ｚｈｏｕ，Ｙ． Ｈ．，＆ Ｙａｎ，Ｂ． Ｊ．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０（２）：１１１ － １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魏钦恭、张佳楠（２０２１）． 来自兄弟的“让渡”和母亲的“馈赠”：校外教育投入中的女孩占优现象与家庭偏好逻
辑． 社会，５：２０８ － ２４２．
Ｗｅｉ，Ｑ． Ｇ．，＆ Ｚｈａｎｇ，Ｊ． Ｎ．（２０２１）．“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ｏ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ｉｆｔ”ｆｒｏｍ Ｍｏｔｈｅｒｓ：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ｉｎ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５：２０８ － ２４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魏万青、高伟（２０２０）． 经济发展特征、住房不平等与生活机会． 社会学研究，４：８１ － １０３．
Ｗｅｉ，Ｗ． Ｑ．，＆ Ｇａｏ，Ｗ． （２０２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８１ － １０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开泽（２０１６）．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社会，１：２１３ － ２４０．
Ｗｕ，Ｋ． Ｚ． （２０１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ｔ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ｆ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２１３ － ２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开泽、魏万青（２０１８）． 住房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青年住房获得———基于住房生涯视角和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
的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２：３６ － ６１．
Ｗｕ，Ｋ． Ｚ．，＆ Ｗｅｉ，Ｗ． Ｑ．（２０１８）．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Ｙｏｕ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Ｔｉｍｅ 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３６ － 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小英（２００２）． “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６：１１９ － １２７．
Ｗｕ，Ｘ． Ｙ．（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６：１１９ － １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佩玉（２０１９）． 中国一二线城市女性购房者快速增加———楼市“她需求”走强． 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０２ ／ ８８２５９９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访问．
Ｘｕ，Ｐ． Ｙ．（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Ｈｏｍｅｂｕｙｅｒｓ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ｊ’０５ －０２ ／ ８８２５９９３ ｓｈ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 ２２，２０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菊华（２０１７）． 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的变迁． 开放时代，３：１２ － ２６．
Ｙａｎｇ，Ｊ． Ｈ．（２０１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３：１２ － ２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菊华（２０１９）．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 人口研究，１：３６ － ５１．
Ｙａｎｇ，Ｊ． Ｈ．（２０１９）．“Ｄｏｕｂｌ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３６ － 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小科、王晶（２０１８）． 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与家庭住房投资———基于ＣＳＳ（２００６—２０１５）五轮调查数据的研究． 公
共行政评论，２：７３ － ８９．
Ｙａｎｇ，Ｘ． Ｋ．，＆ Ｗａｎｇ，Ｊ． （２０１８）．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７３ － 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社会学研究，５：１５３ － １７７．
Ｙｅ，Ｈ．，＆ Ｗｕ，Ｘ． Ｇ． （２０１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１５３ － １７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於嘉、谢宇（２０１９）．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人口研究，５：３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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